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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与文明新能量的增添

刘同舫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体现出当代中国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使命和

担当。文化构建需要正确把握主体性原则，超越认识论层面的主体认知限度以汇聚人类共

同意识，探寻符合人类普遍利益的共同价值。人类的共同价值内蕴着世界普遍联系和相互

作用的公共性特质，公共性体现了社会成员共同的存在状态，公共性的凝合过程构成了共同

价值生成机制的具体表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

因，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相互融合的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超越了

认知主体性的二元对立思维，在价值维度上致力于凝聚指向公共性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世

界文明的发展增添了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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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中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是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文明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本质要求，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旨在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来应对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现代性困境，并实现世

界文明体的创新性塑造。文明发展需要摒弃在“零和博弈”中赢取先机的对抗性思维，转变以“比较式对

话”来展开跨文化交流的单一方式，文明的发展需要走向基于多样性共同性的“比较式对话”与“合作式

对话”的统一。只有以这种方式展开多元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才有可能超越自身文化主体的局限，并

在主体性的有机互动中寻求公共性，进而挖掘全球化时代沉淀于不同文化中的共同体意识及其内在公

共精神所表达的共同价值。同时，这种互动交流也有利于发掘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文明实

践所内蕴的与人类共同价值本原一致的精神力量，为世界文明和谐共生、共同发展增添新能量。

一、超越主体性：汇聚共同体意识的内生动力

主体性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和现代性的标志，经由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等重大历

史事件而逐渐得到彰显和确证。主体性的观念确立了现代文化形态，渗透于宗教生活、国家、社会、科学

和道德等领域［1］（P19-22）。多元文化主体的参与构成了人类文明整体发展的推力和主流趋势，不同国家

间的文化交流借鉴能够缓解由于价值观念的差异而产生的对立。主体性自身的理论限度要求从价值论

层面予以重新审视，并深入经济全球化的现代实践中寻找破解之道，以此发现不同民族、文明之间的联

结点。从文化向度揭示中华文明和中国精神在世界文明汇聚共同体意识、提升人类共同性水平的过程

中体现的智慧及贡献的力量，有利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提供智识支撑和实践动力，彰显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底蕴，探索世界文明发展的创新路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中的文化主体性，意

味着每个主体在发展和交流中所创造和认同的文化具有主导性地位，这为不同国家在构建过程中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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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意识并建立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摆脱由霸权力量加强的客体性地位提供价值引领，进而深化人类

对共同文化和价值理念的自觉认同。

主体性体系的建构可追溯至近代以“自我”为出发点对抗中世纪神权统治的历史，这一历史奠定了

一切存在的合理性解释的哲学基础。以“我思”“自我意识”等为本体建构出的同一性为人们反思自身和

规约世界提供了规范性根据。在摆脱愚昧无知的束缚之后，重新寻求复归人性本质力量、探索自由和解

放的道路成为人的主体性的使命追求。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扬弃了中世纪宗教共同体的桎梏，开启

了以主体性为主导的自由市场社会，在普遍联合的交往形式中，主体将人自身作为具有特殊目的的具体

个人。当具体的个人被困囿于抽象理性主体的范畴并以此寻求自我救赎之时，自诩为自主能动的主体

所规定确立的知识、道德和价值等规范性必将遭遇合法性和正当性困难。因为主体背后普遍存在意识

形态和社会规训的深层力量，这些力量通过话语机制和社会机制的运行来控制世界。正如马克思指出，

在标榜自由与平等的“虚假的共同体”中，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被意识形态幻象所掩盖，统治阶级

的特殊利益被视作“普遍利益”且占据统治地位，并实施对“他者”的约束和干预。在人与人的共同本质

相分离的市民社会中，主体性力量的发挥并非指向每一个现实个体真正普遍性力量的释放，以实体性表

现出来的主体只是等级结构中原子式的特殊个体及其本质的外化表现。尽管“主体性统治秩序把意识

和解放的手段转换成为对象化和控制的工具”［1］（P64），获得绝对地位的主体性隐蔽了理性阴暗的统治

本质，但以抽象理性主体或无根性的实体化主体作为社会生活的规范准则和价值尺度，主体在宰制世

界、张扬理性威力的同时也必将导致社会生活系统面临分裂危险。因为利己本性致使人在权利领域难

以达成真实的共同意识，在貌似“无懈可击”的合理性统治下，主体性原则的有限性被忽略，这必然成为

主体解放的掣肘，而造成这一后果的症结在于将主体局限于认识论范畴的“思维主体”。

主体性的理论发展要求超越认识论层面的认知限度以实现价值论范式的转化，价值维度内蕴的主

体性为汇聚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可能。从价值维度审视主体性，价值主体内在要求超越

认知主体所固有的抽象理性的虚假性、强制思维的控制性、自我中心主义的独断性以及认知主体实践形

态对“他者”的压迫性，价值主体强调基于对主体有限性的澄明来敞开其价值维度的内涵。在历史唯物

主义的视野中，“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2］（P502）规定了社会关系中人的本质的现实性，人类作为价值

主体的活动立足社会交往实践的基础，旨在构建符合人们普遍愿望和基本诉求的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

和规范。人类文明的奇迹创造或自我毁灭都是人类自为活动的结果，对人及其活动作工具性判断的工

具理性视角不仅泯灭了人的优先性，而且悬置了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主体性意义。社会关系中的主体性

意义是人类生活实践经验层面的知识转化，其致力于从工具理性的视角分析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功能而

对世界本身的客观实在性视若不见，因而难以进入本体论的框架以解释作为客体的世界。从社会关系

的角度把握人类文明的形态演进能够契合人的生存活动，由此促使社会实践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

构建的内在条件。唯有立足人类社会，在价值维度上把握主体自由行为和责任要求的双重意蕴，才能超

越狭隘主体性所拘泥的矛盾表面形式和外在现象，深入全球化时代寻求人类共同性基础上的普遍信任

与价值共性特征，以谋求人类共同发展。

对主体性的具体化认识需要回到其生成的现实基础，分析在资本逻辑主导的工业化大生产中世界

历史被推进到贸易自由与经济全球化的现代史阶段。资本在无限增殖本性及对自由市场盲目崇拜的驱

使下，创造了资本主义文明在推动经济发展上的绝对优势，同时也“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3］

（P90），通过物质、精神和科学等属性表现自为的合理性系统。深嵌于社会生活各个不同领域的主体性

力量使资本主义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占据“自我优越”的中心地位。在“人类活动被当作文化来理解

和贯彻”［4］（P77）的现代现象中，实现文化最高价值的方式不仅表现为维护资本创造至高财富的合理性

论证，而且在于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性扩展，将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

渗透到其他民族国家，以“传输”“交流”的方式吸引或迫使其他国家卷入现代文明的过程之中，不断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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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形塑力量。资本逻辑主导的文化交流的表象背后是文化霸权与文化殖民，

其根本目的在于以自我主体贬低他者文明。资本的强制力量成为权力主体的强大支撑，而这种肆意侵

渗的企图必然导致文化差异表象下不同主体背后的深层身份主体意识逐渐被消解。在现代性建构与重

构的复杂交织中，“各种文化在经历现代化的过程中将发展出独特的应对模式、善的概念以及体制”［5］

（P20-21）。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化模式，与其深厚的历史传统沉淀、

经济社会发展和交往秩序紧密关联，任何企图将西方现代性范式及其意识形态直接移植至其他处于特

定文化语境中的民族国家的做法，势必会因为文化交锋和文明竞争的反叛而走向失败。

资本主义文明的文化策略内蕴一种以资本经济利益掩盖人类共同利益的工具主义价值观，其主体

性的张扬使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中展现出一种强权思维，试图攫取经济利益进而获取文化主体性的承

认，全然无视不同主体在普遍交往中相对应的责任担当。主体形成过程之间的巨大悬殊使主体性理论

被蓄意混淆并被强制付诸现实，致使在资本主义文明内部以及世界不同文明间呈现愈加显著的不公正、

不平等现象。对于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力量，人们愈加发现普世富裕的虚幻性，深刻意识到“他们既不

能控制自己的个人生活，也不能控制集体的命运；自己的许多实际目标完全不可能实现”［6］（P232）。资

本主义文明的主体间性并不以促进文化整体发展为己任，而是试图为人类文明交往提供主体交互性的

思维方式，并以此普及其现代性的发展理念。但由于这一文明的前提是追求西方价值理念的全球支配

地位与主宰霸权，因而无法真正认识人类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和理想的生存状态。构建一种超越单一

主体性的共同体意识，成为全球化快速发展历史境遇下不同民族国家谋求自身利益与权利保障的迫切

要求。

如何超越狭隘的主体性原则，在流动多变的现代性中寻求契合不同个体与群体、民族与国家、文化

传统与现代文明发展要求的合理规范和价值取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价值基础问题，也是凝

聚共同体意识必须破解的现实难题。唯有冲破单一主体性的狭隘界限，融合不同文化观念及其背后的

主体性力量，立足全球视野和人类立场，把握共同体的客观现实与人类共命运的本质指向，回到价值主

体的意义上审视世界文明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才能彻底消除主体中心主义的困境，进而在本源性的生

活实践中寻求共同意识及其所展现出来的文化价值观，以其“充当短期愿望和长期愿望之间的桥梁，决

定性地增强长远目标的力量”［7］（P107）。在旧的交往秩序下，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活动呈现为表面平衡的

状态，实则由强权一方自我实现的思维方式所钳制，他者难以逃避在交往中被掩蔽的事实。因此，必须

摒弃自我主体化与对象客体化之间的二元对立，更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方式，有效调整自我中心的

限度以及自我与他者的交往障碍，才能真正着眼于人类共同利益，以平等合理的话语机制实现互鉴交流

的互促发展。

二、凝合公共性：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在要求

社会各主体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使社会诸多领域以多种形态呈现出基于共同认识而凝合

成的公共性，这充分展现了社会关系中主体生活的本质和存在样态。社会共同体的公共性表现为价值、

利益与实现形式的三位一体模式，价值和利益构成公共性的基本内容，公共性的实现形式是价值和利益

的结果，共同价值决定公共性的根本属性。立足人的类主体基点，超越主体盲目追求自为结果的原子式

规定，在差异性主体的交互作用中寻求共识性基础与合法性根据，既是作为共同体的人类社会对确立公

共精神、达成基本价值以整合社会凝聚力、谋求共同发展的内在诉求，也是个体主体意识萌发并向共同

价值升华的必然趋势，还是在从单一主体世界向公共性世界转化的过程中生成合作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公共性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属性，公共性问题产生于人们现实的交往实践。基于共同认识的形

成，人们在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生存方式之上的共存状态得以敞开，并通过融合人的生活意义的多元样态

及具体形式以维系和巩固这种交往共存状态的有序性和稳定性，以具象化的公共生活空间和文化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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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理想构成了公共性的基本内涵。人的生存和发展必然与他者以及特定的共同体处于互为前提、密不

可分的关联之中，主体的交互作用打破了私人领域的封闭性和有限性，以宗教、信念、利益等为纽带构建

起连接不同主体活动的公共空间，同时生成汇聚共同体意识及精神文化的公共性。这既是人类生活世

界演进的历史进程和必然逻辑的现实表征，也是对共同体公共性的阐释及规范提出各种挑战和回应的

过程，以此丰富和发展公共性内涵，涵盖哲学范畴视域中公共性的理论图式和具体实践活动中的公共性

现实形态的双重维度。马克思指出的“普遍利益”“现代公共状况”、胡塞尔所言的“公共生活世界”、海德

格尔提出的“此在的存在”等范畴，无不显现出共同体内蕴的公共性属性。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则倾向于

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谈论公共性，在权衡公共权力与私人领域关系的基础上凝练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

精神和价值规范，以调和不同关系主体潜在的可能矛盾。哈贝马斯的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交

往理性的基础之上，不仅强调双方相互制约的状态，而且关注双方在共同实践及价值目标上的内在关联

性。对公共价值的强调是构成主体与他者在平等交往中实现共同参与的重要进路。然而，一般意义上

的公共性并非只局限于政治理论语境审视现代公民权利与利益保障的理性诉求，其普遍性的规定首先

立足共同体公共性本质的社会状态，强调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追求及其现实诉求的合理表达，即如

何构建和规范共同价值。共同价值既反映了社会中每一个体的普遍追求，也是构成共同体有序和谐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共同体的公共性作为全部成员共存的基础状态，其凝合过程内在包含了共同价值的生成机制。在

以共同利益为枢纽的社会有机体中，共同价值是维系社会有序运转的核心内容和重要保证，既体现了共

同体与共同价值互促生成的关系，也展现了人类根本利益的共同性特质。无论是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

段还是在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中，“在空间的意义上，自我与他人、自在与他在，都依然是一种共在，共在于

一个共同体之中”［8］（P157）。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中，共同体呈现出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

假的共同体”到“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演进过程，共同体的变迁历程是人们交互活动的必然结果，体现

出共同体成员特有的存在状态及思维方式的变革与发展。伴随共同体的时空演变，共同价值在意识层

面上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共同体成员以共同利益为纽带构建起来的普遍共识与价值诉求。通过共同体

的构建而达到公共福祉的整体发展，彰显了共同体协作的有效力量。哈贝马斯指出，“社会尽管失去了

中心，但也不能没有主体之间形成的共同意志的同一性这个基本点”［9］（P164），共同意志实质上以共同

价值凸显了共同体中个体相互交往的实践意义。无论是以宗教或血缘为基础凝聚共同价值的自然共同

体，还是奠基于虚假的“共同利益”和虚幻的普世价值的市民社会共同体，抑或是以全人类解放为价值诉

求的“自由人联合体”，蕴含于共同体之中的共同价值体现了共同体内在本质利益的高度一致或根本对

立，共同价值作为一种公共性精神在具体生成和实践的过程中推动着共同体的发展。

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现代价值窘境，如何将现实世界中人类的存在方式及其

命运发展定向从一种市民社会的私利性逻辑转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逻辑？以何种价值基础和

发展原则为导向重构全球治理体系，才能真正符合全球性视域下人类生活的内在要求，才能合理有效地

推进世界市场体系的良性发展？这一系列问题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共同价值理应回答的前提性问

题。解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理解和把握个体与共同体内在关联的基础之上寻求全球性的公

共性。人类社会的分工协作以及共同利益的实现，构成共同体的公共性得以达成的现实基础，代表着共

同体对自身公共性进行具体化判断的依据。建立更加有效的分工协作方式，有利于全球公共性在更广

范围内以更显公平的利益分配方式实现构建目标。

如何处理分工协作是实现公共性的中心论题。马克思指出：“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

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

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2］（P570-571）马克思

认为，打破资本主义全球化模式下由少数人统治的不合理世界秩序，既需要持续推进生产力发展，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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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类重新驾驭物的力量提供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又需要形成与其相适应的符合人性本质的社会形

式，构建一种“真正的共同体”，使无差别的人类主体可以在这一共同体中真正展开普遍交往和共享发展

成果。在全球化视域中，“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P538），“真正的

共同体”在应对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问题时，应当以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代替任何特殊形式的

“普遍利益”。在全球化过程中日益暴露出的挑战和困境无法由某一国家或某个群体依靠单一力量得到

完全解决，因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超越了具体国家的局部利益或私人利益。世界各国必须在共同参与和

加强合作中缓解全球危机，将国家的利益发展与全球共同利益的协作紧密联系起来，充分认识关乎人类

基本生存的共同利益，避免全球化危机演化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风险。作为人类的根本性诉求和

公共性精神，共建性和共享性构成了“真正的共同体”的合法性根据，也成为人类谋求共赢发展的内核及

源动力，昭示着人类共同价值的正当性对人类实现走向自由与解放的引领意义。

从民族国家各自生存到全人类共同发展的主体性转变离不开共同价值的基础作用。由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主导的现代世界秩序以特殊性混淆普遍性、以偶然性代替必然性，无不透露出世界殖民主义的本

质规定，以物为根本的文化逻辑构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高度统摄的“无形之手”及其文明运行的深层规

则。资本主义崇尚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念及其固守的西方文明优越性立场与社会发展的

公共性趋势相违背，其推崇的“普适性”价值遭到越来越多的文化传统、制度形态各异的新兴现代化国家

的抵制。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式微，暴露了其自身内部根深蒂固的狭隘弊端和对人类精神文化生活自

我革新的无力感，同时也显现出在人类新文明发展趋势下重新寻求广泛共识、确立共同价值的可能性和

新契机。从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和文明交往的秩序演变看，共同价值显露于具体的交往行为之中。不

均衡、不充分的交往方式致使共同价值的形成深受阻碍，因而需要世界各国主体的积极推动以及文明互

鉴中不断增进价值共识，助推不同文明的价值理念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得到统一和发展。因此，建立制

度化的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集体行动逻辑体系、重构合理有效的世界秩序成为一种必然要求。

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10］（P522）为核心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伦理价值维度的应有之义。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文化公共性的存在样态彰显其哲学话语内蕴，是全球化

时代不同民族国家在社会实践中基于普遍协商的现实基础而超越个体价值精神理念所凝练和反映的公

共性精神共识，是弥合价值分裂的沟壑、调解价值多元的冲突及其导致的行动困境的价值导向，其展现

出的文化公共性逻辑是消解“西化”“中心化”“普世化”价值理念，推进形成共同利益基础上多样包容的

有机公共性世界的支撑力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

自己的自由”［2］（P571），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以“真正的共同体”为根本发展指向，并站在历史和时代的

高度对全人类共同价值何以可能的深刻回答。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承认多元文化中寻求共同体意识，强

调立足多元文化，寻求共同利益至上的价值共识，以开放性、合作化、共命运的本质方式，寻求最广泛认

同的人类共同价值，从而发挥其推动不同主体成员互利共赢的积极效应。

三、文明实践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人类的发展进步是一部以自由和解放为基本尺度的文明创造。“文明不是人类实践创造的条件，而

是人类实践创造的进程。”［11］（P213-214）时代境遇中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实践对客观历史现实的适应、反

思与沉淀推促文化机制的生成，文化机制的生成过程作为人类文明实践的核心推动力反作用于人类自

身的历史创造，直接影响人类的存在样态、价值选择和思维方式，这是文化在实践向度上的现实力量。

全球化进程推进了世界历史的形塑，为世界文明发展开辟出崭新图景。当前以经济、政治为中心的世界

运行逻辑愈加凸显出文化维度的深远影响及文化公共性构建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文明实践的历史基因一脉相承，是中国试图超越现代世界秩序的单一性和

资本的“强盗思维”、开拓探索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世界秩序而提出的原创性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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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型文明实践方案，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增殖为内驱动力进而奴役、凌驾和破坏人的世界的深

层根源。伴随不同国家之间文明互动的深化，当某一国家的文化建设需要拓展更大的空间时，必然会冲

破国家的界限以寻求紧密的跨文化交流，当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共同价值与公共风险增多，文明发展的全

球性就会强化。中华文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相融合的文明实践，沉

淀了既独具中国特色又蕴含人类共享智识的民族精神和实践品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合共同价值、构

建文化逻辑以及达成文化自觉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支撑。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实践最深沉的精神指引和价值追求，为创设人类新型文明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实践积淀社会主体的自省与自觉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期融于中国人民的生活

现实和精神世界，既沉淀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深厚滋养，也在潜移默化中形塑了中华民族

的独特民族心理和文明实践主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

从实践主体的民族精神看，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是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华民族

的民族主体意识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独立意识、自我意识、自觉能动性的鲜明标志”［12］（P313），构成中

华文明主体的品格本色。中华民族的主体性精神强调自强自立但不通过排他以彰显自我的骨气和底

气，强调民族性和独特性却不拒斥多元化主体存在，主张基于和谐共生、和而不同的原则建立人与自然、

人与人以及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关系。从民族实践的思维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尚和合”的精神底

蕴深深融于中国人民的生活实践之中，其中蕴含的辩证思维体系和方法论特性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民，

“和合”理念已然成为中国人民的理性特质和行为自觉。自古以来，中国哲人立足整体观，力图认识和把

握“天人合一”的宇宙世界及“兼爱内修”的人生命题。在“统观”与“会通”的运思之下，万象万物的变化

发展于动态的有机统一整体之中互为依存、内外关联，“一体两面”的辩证思维成为开解一切奥秘的方法

论前提。《周易》《道德经》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有无相生”，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之道”“和而不同”强调

以中和辩证、均衡协调的基本原则思考问题和处理矛盾，这些思想无不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思辨智

慧。从文明实践主体的价值诉求看，中华民族始终秉持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定位和胸襟情怀，其主体

性深沉镌刻着“和合”精神的文化传统及价值根基。无论是中国古代智者先贤超越邦国、王朝或宗法差

异而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价值理想，还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

尘的历史劫难，在竭力救亡图存的革命运动中矢志不渝地倡导和传播“大同世界”的价值愿景，都反映了

中华民族“天下”与“大同”的民族情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义”“责”“天下一家”的品格和

追求，使中华民族能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同心圆结构敞开一切社会关系，展现出潜藏在民族基因中

的和谐气度与强大凝聚力。

其次，中国制度文明在传承与发展中深刻揭示了国家与天下、中国与世界的内在关联，彰显了中华

文明实践道路选择的文化立场与历史必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建指明了当代发展指向。中国

古代制度文明的精华集中体现在儒家以人性论为基础的天下观，作为天下观内核的王道政治立足人之

为人的基点，揭示出民心归向之所在及其对理想生活方式的向往。儒家天下制度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

地影响传统中国的政治秩序并渗透中国人民的生活机理，是因为其以自主自觉、独立现实的个体为现实

载体，将社会视为客观存在的有机共同体，这种基本立场在本质上区别于西方制度文化下抽象的、原子

式的纯粹利益个体。“天下一家，最重要的一点是以一种亲情而不是敌意来看待不同地域和不同种族之

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远近’而不是‘敌友’，这与近代西方以敌对和利益冲突为基础建构起来

的政治哲学截然不同”［13］（P113）。中华传统仁爱之心所外化的道德原则以及人类良知的规约力量展现

出文化传统的根基性力量。唯有以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感和人类共同价值为基本前提，一种超越民族国

家界限、兼容民族国家利益、共建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秩序和制度体系才得以可能。中国制度文化蕴含

着寻求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在性和超越性，始终以探寻人类政治秩序的根源为己任，这一精神贯穿中华文

明政治实践的全部历史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同样延续了中华文明的实践逻辑，以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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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价值为核心旨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深度凝聚为以社会中的人为根本，注重以人与人的和谐

关系为其价值基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内容和价值导向融合了国家、社会、公民相统一的价

值要求，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从古代中国宇宙观中“阴阳调和”的普遍理想，到被雅斯贝

尔斯称为“轴心时代”所产生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仁爱”“礼乐”精神，再到近代以来中国实践道路产生的

先进文化精神，其实质都是关联性思维方式之上的“和合”精神，这种追求“和合”的价值理想奠定了中华

文明的哲学基础和文化自觉。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进程中，文化构建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

联达到了更高层级的紧密程度与正相关性。实现对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认同和维系人类文明多元共存过

程的辩证统一，将自我与他者的共存视为维持人类文明多元延续的基础，是现代人对人类文明的自觉认

知和谋取生存之道的自由选择。

最后，中华文明以高度的话语自信与自觉，在话语融合性的实践中展现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

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智识。话语源于特定的时代语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服务于与之相适应的

特定政治目的。中华民族自古代文明繁荣鼎盛到近代民族蒙难落后、再到新时代的国家富强与民族复

兴，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综合力量发生历史性巨变。中国的话语权在世界舞台上的跌宕变化也经

历了从强大与领先、式微与自卑再到自信与自觉的演变历程。中国话语内在熔铸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民族精神与文明气魄的标识，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与风格的话语体系。“话语自信是对自己民族话语、文

字的尊重和敬爱而形成的一种坚守弘扬、开放包容、互收互鉴、知行合一的话语心态和行动的价值取

向。”［14］（P11）话语内在要求文化自身发挥认同导向的作用，而这种内在要求又进一步规定话语需要不断

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人类文明日益联系交往成为整体的全球化进程中，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下，实现文化自信和话语自觉是核心议题。文化自信与话语自觉表现为国家

在全球化的文明交往中对自身文化思想内容和内在价值的积极认可和自主实践，体现了主体内在价值

和话语的发展方向，有利于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促使中国话

语在与世界不同民族之间展开深入交流的过程中呈现出融合性特征，即以原创性的思想力、主体性的解

释力、创造性的表达力、包容性的互鉴力以及实践性的自觉力展现中国话语的现实力量。话语融合性反

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本质规定，表明中国对待一切异质文明始终秉持

一种崇尚“和合”的思维与有容乃大的基本态度。

判断一种文明实践的优劣，其标准不在于单向度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抑或智

识精神的繁荣水平，而在于这种文明实践在根本意义上是否具有“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基本特性，即

是否能够为每个人实现自我价值提供可能条件和现实方式，使得人在真正意义上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

人。中华文明以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底色，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内蕴的思维原则和

普遍理想为价值尺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淀了必要的社会主体性力量。中华文明强调在交互性

视野下实现现实个体到全人类的主体性转变，进而为现代世界文明发展凝聚共同体意识以及奠基于公

共性之上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华文明实践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奠定现实根基、注入崭新

活力，也指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基本路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

中国在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境遇下，在全球治理体系与世界秩序进入深刻变革之时，以自身独

特的话语方式提出应对各种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风险与挑战问题、推动世界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

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中华文明实践传统的继承与延续，映射出中国对推动当代世界文明发

展的道义责任与使命担当，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在增添世界文明发展新能量方面的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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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the Addition of New Energy of Civilization

Liu Tongfang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reflects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world civiliza‐

t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e requires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al role of culture, transcend‐

ing the epistemological limits of subject cognition and building up the common consciousness of human be‐

ings, so as to explore the common value in line with the universal interests of human beings. The common 

value of mankind is of public nature in that the world is universally interconnected and interacted; this nature 

reflects the common state of existence of social members, and its condensation process constitutes the con‐

crete representation of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the common value.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a commu‐

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mbedded in the best of Chinese culture, is a product of exchanges, mu‐

tual learning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other civilizations. The cultural construc‐

tion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goes beyond the binary opposition mentality of cogni‐

tive subjectivity, and concentrates on building up the common values of mankind with public nature in the 

value dimension, adding new energy to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new energy of civili‐

zati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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